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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政治理想。

中國人始終致力於建構一整套文明秩序來囊括和整合不同的地理空間和

社會風俗，由此形成一套獨特的政教體系。革故鼎新，生生不息，天下

一家，萬物一體。這一切始終構成中國文明的精神，體現了中國人的核

心價值觀。由此，中國文明的生成演化過程體現出不斷擴張、不斷吸收

和不斷上升的過程。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這個過程也就是不斷推動走

向全球化、一體化的過程。商周帝國的視野差不多囊括了整個東亞地

區，從秦漢代以來絲綢之路到宋代以來南洋貿易圈的逐漸形成，直至

明清朝貢貿易體系捲入到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始終是全球化的積極

推動者、參與者和建設者。由是觀之，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不斷探索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今天「一帶一路」建設和積極參與全球

治理，都是中國文明在推動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自我更新、自我發

展、自我提升的內在環節。

在這樣的歷史時空中，我們不可避免要面對過去五百年來中國文

*	 �本文為 2011 年為「政法：中國與世界」文叢撰寫的總序，章永樂老師提供了很好的
修訂意見。

明秩序和西方文明秩序在共同推動全球化過程中相互接觸、溝通、學

習、衝突、戰爭、征服和更新的歷史。就政治而言，這可以看作是西方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中國天下體系之間的衝突，這無疑是兩種普適主

義的文明秩序之間的衝突。從目前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看

來，這一衝突過程被描述為西方文明的普適主義不斷擴張，將中國天下

體系及其背後的文明秩序降格為一種作為文化傳統的「地方性知識」，

將中國從一個文明秩序改造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要求的主權國家，從

而納入到西方文明秩序中，以完成普適主義進程的「歷史終結」。這個

過程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化過程，即中國人必須拋棄中國古典天

下秩序的文明構想，系統接受西方文明秩序中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和民族國家體系的政治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

主法治等普適價值，並按照這些普適價值來系統地改造中國。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全球化的歷史很容易被理解為西方文明的擴

張史。對中國而言，這樣的現代化無不打上西方化的烙印，從器物技

術、法律制度到政教體系莫不如此。因此，法律移植、法律現代化很容

易在「衝擊－回應」框架下淪為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而與此

同時，基於法律地方性想像的「本土資源」論說也不過在相反的方向上

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法律全球化敘述構成合謀，以至於法學界雖然一直為

「刀制」（「法制」）與「水治」（「法治」）的區分爭論不休，但不可否

定二者似乎分享了對法律的規則化、技術化和中立化的普遍理解。法律

主義（legalism）的技術化思路正在隨着法律共同體的成長在思想意識

形態領域日益獲得其普遍的正當性，並逐漸滲透到政治和文化思想領

域，從而侵蝕着政治和文化思想領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至於中國文

明除了放棄自身的歷史傳統和價值追求，按照所謂西方普適價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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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接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正當的前途。

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背景下的「普適價值論」和「接軌論」不僅造成

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漠視，而且包含了對西方文明傳統的簡單化誤解。為

此，我們必須區分作為過去五百多年真實歷史中的「全球化進程」與冷

戰結束後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全球化理念」。如果用西方政治哲學中

的基調來概括，前者乃是「主人」的世界，即全球不同文明秩序相互碰

撞、相互搏鬥、相互征服，相互學習、相互形塑的過程，這構成了全球

歷史活生生的、動態的政治進程，而後者則是「末人」的世界，即試圖

以技術化、中立化因而普遍化的面目出現，試圖將西方文明要求變成一

項普遍主義的正當性要求，以歷史終結的態度拒絕回應當下的歷史進

程，拒絕思考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任何可能性。

由此，全球化在今天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全球化

正以生機勃勃的歷史面貌展現出來，特別是全球秩序因為技術革命、階

級衝突、政治衝突到文明衝突釋放出新的活力，激活了每個文明來構思

全球秩序的活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普適主義敘事已

變成歷史終結論的教條窒息着對全球化進程和人類文明未來的思考。由

此，西方啟蒙思想正在滋生一種新的迷信，也就是對西方文明秩序中普

遍主義敘述的迷信。這不僅無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而且喪失了探

索重構全球文明秩序、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動力，以至於我們似乎進入

了一個追求表面浮華但內心空空蕩蕩的時代，一個看似自由獨立卻身陷

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不能自已、無力自拔的時代。

「啟蒙就是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啟蒙運動曾經勇敢地把歐洲人從

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構想的普適價值和普遍秩序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從

而塑造了西方現代文明。而今天能否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迷信中解放出

來，從法律主義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從對法律的技術化理解中解放出

來，則意味着我們在全球化陷入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福利社會危機和

政治危機的時刻，在西方文明塑造的世界體系因文明衝突和地緣衝突趨

於崩塌之際，在西方文明不斷引發虛無主義陣痛的時刻，能否重新思考

人類文明的未來，重建天下文明秩序。

政教秩序乃是文明秩序的核心。在現代西方文明秩序中，法律乃

是建構政教秩序的重要工具。法律不僅建構了國家秩序，而且建構社會

生活秩序，由此產生與其相匹配的價值體系。然而，在現代法律高度發

達所推動專業化和技術化的過程中，滋生出一種「法律主義」傾向，以

為通過法律主義的技術化思路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甚至試圖用法律

來解決政治問題和文化價值問題。由此，不少法律學人開始棄「政法」

而張「法政」，陷入法律規則不斷自我繁殖、法律人不斷膨脹擴張、制

度淪為空轉的「惡循環」之中。這恰恰是西方現代文明試圖通過技術化

手段來推動西方文明普適主義擴張的產物。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試圖用法律技術來解決社會問題等於砍

「九頭蛇」的腦袋。中西古典文明的偉大哲人很早就對「法律主義」提

出了警告。我們對法律的理解需要反思技術化的「法律主義」，反思西

方普適主義的法治理念，反思西方文明秩序中理解普適主義的路徑。

這意味着我們不是把法律從政教秩序中抽離出來進行簡單的技術化思

考，而應當恢復法律的本來面目，將其作為構建社會關係和安排政治秩

序的有機紐帶而重新安置在政教秩序和全球文明秩序中。法律需要扎

根於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扎根於心靈秩序中，成為政教秩序的一部

分，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意味着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中國古老

的禮法傳統和現代的政法傳統，中國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亦如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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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禮法，還是政法，這些概念可能來自中國的，而其意義恰恰是普適

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疑是西方禮法傳統的典範，而現代政法傳統

原本就是西方啟蒙思想家開創的。

「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係」。以政法的眼光來思考

法律問題，恰恰是恢復到「法」的本來意含。「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教，修道之謂教」。「命 - 性 - 道 - 教」的廣大世界必然有其內在的

「法」，而法律不過是對其內在法則的記載，只有重返這個廣大世界中

才能真正找回它本源的活力。這不僅是政法學人的治學路徑，也是思考

中國文明秩序和重構全球文明秩序的必經之途。惟有對西方政法傳統有

深刻的理解，才能對中國文明秩序的正當性有更深切的體會，而唯有對

中國禮法傳統有真正理解，才能對當代西方文明秩序陷入困境有更真切

的同情。一個成熟的文明秩序就在於能夠在「命 - 性 - 道 - 教」的世界

中將一套完整普遍的最高理想落實在具體的政教制度、器物技術、日常

倫理和生活實踐之中。

然而，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當代中國文明由於受到西方文明的

衝擊，不僅在價值理想上存在着內在的緊張和衝突，而且在制度、器

物、風俗、生活層面都呈現出拼盤特徵，雖然豐富多彩但缺乏有機整

合。我們不斷引進西方各國的「先進制度」，但由於相互不配套，以及

與中國社會的張力，其日常運作充滿了矛盾、摩擦和不協調，因為每一

種技術、制度原本就鑲嵌在不同的政教體系和文明秩序中。如果說近代

以來我們在不斷「拿來」西方政教法律制度進行組裝，那麼在今後相當

長的時間裏，我們面臨着如何系統地「消化」這些制度，逐漸把這些

西方文明中的有益要素吸收在中國文明有機體中，生長出新的文明秩

序。這就意味着我們必須直面全球化，重新以中國文明的天下視角來思

考全球秩序，將西方文明所提供的普遍主義吸納到中國文明對全球秩序

的思考和建構中。

全球秩序正處於動盪中。從過往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看，全球秩

序發展距離「歷史終結」似乎只有一步之遙，目前在進入了「最後的鬥

爭」。然而，從中國文明的漫長發展的歷史進程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

動盪不安不過是中國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自我更新的一個插曲而已。

「風物長宜放眼量」。對當下西方文明的認識無疑要放在整個西方文明

的漫長歷史中，而對中國文明未來的理解則更需要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的

歷史中來理解。「舊邦新命」的展開，無疑需要中國的政法學人持續推

進貫通古今中西的工作。我們編輯出版「政法：中國與世界」文叢，無

疑希望在此偉業中盡微薄之力：鼓勵原創思考、精譯域外學術、整理政

法「國故」、建構研討平台，將學人的思想火花，凝聚成可代代傳遞的

文明火把。

是為序。


